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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我小循环、封闭小市场的“行政区经济”格局，叠加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

的实施，是当前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回答“如何从‘行政区经济’出发有

效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指出“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

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相比于“行政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在带来足够

的福利收益的同时，能有效地降低建设成本，因而是可行且更优的建设方式。本文通过构

建量化结构模型考察了补偿规模经济外部性的生产补贴，并以最优补贴来研究产业政策

有效性，分析其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

统一大市场”两个阶段都能明显提高中国的福利水平。“经济区经济”通过缓解配置约束效

应及多边竞争效应，使规模经济效应有更大发挥空间，带来更大的福利改善，并且在中央

转移支付的配合下，能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统一大市场”则进一步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并

彻底消解了多边竞争效应使补贴的福利效应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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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5 年 5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上指出：“要围绕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2 年 4
月 10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高质量

发展，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是未来中国充

分发挥大国优势的必要条件，更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随着国内外形势迅速变化，加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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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然而，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全国上下形成的“行政区经济”格局，叠加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

的实施①，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障碍（刘志彪，2022）。其表现为地区间产业重复建设、

高度趋同，地区内市场产品同质、过度竞争，并诱发各种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行为，使行政区之间的

经济联系小于行政区内部的经济联系，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因此，回答“如何从‘行政区经济’出

发有效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给定建设的起点和终点，从长期来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体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在全

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铺开统一大市场建设，即“行政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以下简称

“建设方式 A”）；另一种是经过“经济区”的中间状态过渡②，分区域、分层次地建设统一大市场，即

“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 的建设方式（以下简称“建设方式 B”）。《意见》指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

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

法。如何理解《意见》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命题的重要意义离不开对于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种建设方式的系统讨论。

本文的工作围绕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展开：第一，如何在同一个框架下去评估“行政区经济”“经

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第二，如何权

衡统一大市场的两种建设方式的福利收益与建设成本？第三，以“经济区”建设为抓手来推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具体应该如何实现？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也能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

论参考。

本文基于 Bartelme 等（2019）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多部门和开放经济下的量化结构模

型。在这一个框架下，本文考察了一种代表性的区域产业政策——基于补偿生产规模经济外部性

的区域补贴政策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本文分别以各行政区、各经济区及中国整体为单位，求解其自身的最优

补贴。并分析了各行政区、各经济区及中国整体分别同时使用其最优补贴所形成的“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竞争性均衡。随后比较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种建设方式的福

利与成本。

研究发现，在“建设方式 B”中，“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两个

阶段都能使中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且在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合下，“经济区经济”能促进

区域共同富裕。“经济区经济”通过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及多边竞争效应，使规模经济效应有更大发挥

空间，带来更大的福利改善。“统一大市场”则进一步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并彻底消解了多边竞争效

应使补贴的福利效应达到最大。以“经济区经济”为过渡的“建设方式 B”相较于直接推进的“建设

方式 A”，在带来足够的福利收益的同时，能有效地降低建设成本，因而是可行且更优的建设方式。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构建了可用于分析多种区域

经济发展格局的统一框架，基于该框架分析其福利效应。现有研究对“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

“统一大市场”的各种特征（如市场分割程度、区域差异程度、各种促进因素等）展开了大量有价值的

①　下文也称其为区域产业政策（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②　本文称每一个单独的区域统一大市场为经济区，各经济区（也即各区域统一大市场）在全国层面构成“经济

区经济”格局。在本文中区域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区层面的一体化、构建经济区、经济区建设等是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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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与探究①。与传统文献通过简约式估计或指标构建等方法对“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

大市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行截面分析不同，本文将三者视为一个演进链条，通过构建多地区

多部门的量化结构模型，系统性地将三者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不仅量化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格

局下的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经济区经济”是推动“行政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的有效转变

的关键过渡阶段，为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深层次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

第二，聚焦政策干预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引入并深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研究的区域政治经济学

视角。现有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多集中于经济效率、市场壁垒等纯经济维

度的探讨②，而从政治经济相结合切入——特别是区域间政策协调与制度环境互动的分析相对薄

弱。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阐释了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其所嵌入的制度环境。通过一个融

合了政策工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统一分析框架。本文揭示了区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制于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代表不同的制度环境与地方政府激励结构）。这一视角拓展了对统一大市场建

设复杂性的认识。

第三，为评估和优化区域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既有的区域产业政策研

究多基于地方政府规划文本或企业微观补贴数据进行识别与效果评估（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杨
继东和罗路宝，2018；赵婷和陈钊，2019；赵婷和陈钊，2020；蒋冠宏，2022），这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微

观证据，但在理解政策对宏观整体福利、区域间协调及长期发展的系统性影响方面存在局限。本文

的创新在于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评估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如何通过区域间互动以发挥规模经

济，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塑造整体经济福利。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现行区域产业政

策宏观效果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设计更注重区域协调、更能促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和合意的区域

产业政策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量化评估工具。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的运用量化模型的文献大多数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其政策冲击是

外生给定的。各种政策冲击或是基于现实的变化水平（如 Tombe 和 Zhu，2019）③，或是基于某一数

值（如韩佳容，2021）④。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分析各地区同时使用其最优补贴的福利效应时，各地

区的补贴是基于模型本身内生求解出来的，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另一部分文献基于单一的决策主

体求解了全社会内生的最优配置或者最优政策的福利效应（如王永进等，2022）⑤。而本文的创新

点是考虑了多个决策主体共同选择其内生的最优政策所构成的反事实均衡及其福利影响，丰富了

此类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本文的量化结构模型的设定；第三节介绍模型的求解、校准；第

四节为量化分析，主要介绍“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对中

国的福利影响，并对两种建设方式的福利收益与建设成本进行探讨；第五节为稳健性分析；第六节

为敏感性分析；第七节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①　如才国伟等（2023）测算了省际边界效应，魏艳华等（2020）测度了八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刘生龙和胡

鞍钢（2011）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②　如吕冰洋和贺颖（2022）讨论了财政体制设计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积极作用，任桐瑜等（2023）研究了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 RCEP 关税减让福利效应的影响。

③　如 Tombe 和 Zhu（2019）在反事实分析中考察了中国的贸易成本由当前水平降至和加拿大一样的水平对实

际 GDP 的影响。

④　如韩佳容（2021）探究了制度性贸易成本下降 50% 对贸易效益的影响。

⑤　如王永进等（2022）分析了中央转移支付的最优空间分布及其相应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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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结构模型的设定

“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福利有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构建量化结构模型加以考察。在说明本文的量化结构模

型的设定之前，先对“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等概念进行简要介绍。

“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最初是有关学者在 90 年代初期提出并使用的。“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

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一

种区域经济类型（舒庆和刘君德，1994）①。在现实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的“行政区经济”，包括省份与

省份之间和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等。囿于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的划分限制，本文仅就省份之

间的“行政区经济”进行分析，而排除了其他更微观层次的“行政区经济”的讨论。

“经济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政区域以相同或互补要素禀赋为基础，以资源优化

配置、形成规模效益的共同发展目标为纽带所形成的横向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经济

区虽由多个行政区组成，但区域市场是统一的，不是彼此分割的。刘志彪和刘俊哲（2023）指出，随

着各项区域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国正在逐步形成八大细分区域市场②。本文对于“经济区经

济”的福利分析也基于这一划分。

本文基于 Bartelme 等（2019）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多部门和开放经济下的量化结构模

型。本文假定共有 N + 1 个地区，其中中国国内划分为 N 个区域，国外统一划分为一个地区（Rest of 
the World，ROW）。每个区域可以划分为 K 个部门。在模型中，下标 i、j、k 分别表示原产地区 i，目的

地区 j 和原产部门 k，其中 i，j = 1，…，N + 1，k = 1，…，K。劳动力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劳

动力在地区间不可转移，但在地区内的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转移，可贸易品在国内和国际进行

贸易。

（一）基本设定

1.生产技术

每个生产部门均生产多种商品，以指标 ω 表示。任意产地 i的任意部门 k 的任意商品 ω 均只使

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进行生产。Li 为原产地区 i 的固定的劳动力总供给。对给定部门 k，

地区 i为地区 j所生产的商品 ω 由如下生产函数刻画：

qij，k( )ω = αij，k( )ω Ek( )Li，k lij，k( )ω （1）
其中，lij，k( )ω 为产地 i部门 k 的企业为生产 q 单位的交付至目的地 j的商品 ω 而投入劳动力数量。

Li，k =∑j∫ lij，k( )ω dω 为地区 i 部门 k 的总劳动力投入，本文称其为地区 i 部门 k 的部门规模。Ek( )Li，k

反映了企业生产力水平，Ek( )Li，k 作为 Li，k 的函数刻画了地区 i 部门 k 的外部规模经济③，当部门 k 的

①　刘君德和舒庆（1996）概括了“行政区经济”的五大特征。关于“行政区经济”的介绍见附录 A1。本文附录详

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②　八大经济区分别为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

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③　参照 Bartelme 等（2019），本文仅考虑在一个地区的某个特定部门内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排除了跨部门或地

区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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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模 Li，k 越大，在该部门 k 里的企业的生产力都普遍地提高。外生的 αij，k( )ω 反映了商品 ω 的运

输成本。

2.家户偏好

目的地 j的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Uj = Uj( )Uj，1，⋯，Uj，K （2）
其中，Uj，k = Uj，k{ }[ ]qij，k( )ω

i，ω
为来自部门 k 的商品带来的子效用，具有位似的性质，qij，k( )ω 为地

区 j的代表性家户所购买的地区 i部门k所生产的商品 ω 的总量。

3.生产补贴

每个地区都可使用生产补贴。对于一个给定的部门 k，sj，k 表示地区 j给予该部门的从价生产补

贴，这在地区 j的企业和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间插入了一个楔子。sj，k 应被视为一种生产者补贴等价

（Producer Subsidy Equivalent， PSE），反映了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政策措施对该部门企业的支持力

度。其不仅包含一般的货币补贴，还包括地区 j 给予部门 k 各种优惠政策的货币等价形式。地区 j

因给予厂商生产补贴所产生的财政赤字以总量税 Tj 的形式从代表性家户身上扣除。

（二）竞争性均衡

在这一小节本文刻画一个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给定商品价格、工

资、税收和每个部门的部门规模，代表性家户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且所有市

场都出清。竞争性均衡的具体定义如下。

1.企业利润最大化

给定原产地区 i及当地工资 wi、目的地区 j、生产部门 k、商品 ω 及其价格 pij，k( )ω ，产地 i的企业的

利润最大化问题决定了供给量 q满足：

qij，k( )ω ∈ argmax q͂ ij，k( )ω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

pij，k( )ω ( )1 + si，k - wi

αij，k( )ω Ek( )Li，k

q͂ ij，k( )ω （3）

其中，地区 i部门 k的部门规模 Li，k 为：

Li，k =∑
j
∫ qij，k( )ω

αij，k( )ω Ek( )Li，k

dω （4）
2.家户效用最大化

给定目的地区 j和部门 k，代表性家户效用最大化决定需求量 q满足：

{ }qij，k( )ω
i，ω

∈ argmax{ }q͂ ij，k ( ω )
i，ω
{ }Uj，t( ){ }q͂ ij，k ( ω )

i，ω

|
|
||||∑i∫ pij，t ( ω ) q͂ ij，k ( ω )dω = Xj，k （5）

{ }Uj，k
k

∈ argmax{ }U͂ j，k
k

{ }Uj( )U͂ j，1，⋯，U͂ j，k |∑k
P j，kU͂ j，k = wj Lj + Tj （6）

其中，Xj，k 为地区 j在部门 k上的总支出，Xj，k 满足：

Xj，k = Pj，kU j，k （7）
其中，Pj，k 为地区 j部门 k的价格指数，满足：

Pj，k = min
{ }q͂ ij，k( )ω

i，ω



 


∑i∫ pij，k( )ω q͂ij，k( )ω dω |Uj，k{ }[ ]q͂ ij，k( )ω

i，ω
= 1 （8）

3.劳动力市场出清

对于任何地区 i，劳动力需求等于劳动力供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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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 pij，k( )ω ( )1 + si，k qij，k( )ω dω = wi Li （9）
4.政府收支平衡

对于任何地区 i政府预算是平衡的，即：

Ti = -∑
j，k

∫ si，k pij，k( )ω qij，k( )ω dω （10）
综上，包含有生产补贴 { sj，k }、总量税 { Tj }的竞争均衡为一组数量 { qji，k( )ω }和部门规模 { Li，k }，部

门支出 { Xi，k }、产品价格 { pij，k( )ω }、部门价格指数 { Pi，k }和工资 { wi }①，这些变量满足式（3）~式（10）。

（三）最优补贴政策

所谓最优补贴指的是：给定地区 j，地区 j的政府选择一组生产补贴 sj ≡ { }sj，k
k
来最大化当地代表

性家户的效用。本文设定这样一组政策选择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是外生给定的。对于最优补贴 sj 的

理论推导，思路如下：首先考虑在一组给定的政策变量下的竞争性均衡问题，然后再考虑可以直接

选择地区 j的消费和生产以最大化当地代表性家户效用的社会计划者问题。通过比较两个问题的

一阶条件，分析通过引入最优生产补贴 sj 使竞争性均衡尽可能实现在社会计划者问题中求得的社

会最优解②。

最优补贴 sj 的经济学含义是：地区 j的政府一方面认识到了本地区各部门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

及其大小，决定实施生产补贴 sj 来使规模经济的外部性内部化。另一方面，政府也认识到了生产补

贴 sj 会对本地区贸易条件有影响，生产补贴 sj 的选择同时也要注意内部化对贸易条件的外部性。在

生产外部性内部化与改善地区贸易条件两个目标之间平衡的结果是最优补贴 sj
③。

三、模型求解、参数的校准

（一）函数形式的设定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为了对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参考 Bartelme 等（2019），设定 χij，k 和 Ek 符合

如下的函数形式：

χij，k( )c1j，k，…，cIj，k = ( )cij，k

-θk

∑i'( )ci' j，k

-θk
（11）

Ek( )Li，k = ( )Li，k

γk

（12）
式（11）表示在任意部门 k 内，地区 i与地区 j之间的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 满足贸易弹性为 θk 的引

力方程。式（12）允许部门间的外部规模经济有差异，但在每个部门内其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为

常数。

同时，本文设定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 Uj 是常替代弹性函数：

Uj( )Uj，1，⋯，Uj，K = ì
í
î

ü
ý
þ

∑
k
[ ]exp ( )εj，k

1
ρ ( )Uj，k

ρ-1
ρ

ρ
ρ-1

（13）

①　本文中 wi 表示地区 i的工资，而 { wi }则代表所有地区的工资所构成的集合，其他变量以此类推。

②　对于竞争性均衡问题、社会计划者问题及其一阶条件的分析详见附录 A2。
③　附录 A4 中给出了本文基准模型的一个扩展。在该扩展模型下可以求得最优补贴的充分统计量。但在一般

情况下，最优补贴没有解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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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为部门间的替代弹性。因此，地区 j在部门 k 上的支出份额 xj，k（下称部门间支出份额）可

表示为：

xj，k = exp ( )εj，k ( )Pj，k

1-ρ

∑l∈K
exp ( )εj，l ( )Pj，l

1-ρ （14）

Pj，k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i
( )cij，k

-θk

-1/θk

（15）
其中，εj，k 为外生的偏好参数，Pj，k 为地区 j部门 k的价格指数。

在上述函数形式的设定下，可以由式（3）~式（10）出发推出一个用于刻画竞争性均衡的非线性

方程组。一个包含生产补贴{ }sj，k 、总量税{ }Tj 、贸易赤字{ }Dj 、部门规模{ }Li，k 、地区劳动力供给{ }Li 、

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 、部门间支出份额{ }xj，k 和工资{ }wj 的竞争均衡应满足：

wi Li，k

1 + si，k

=∑
j

x ij，k xj，k( )wj Lj + Tj + Dj （16）
Tj = -∑

i，k

s j，k xji，k xi，k( )wi Li + Ti + Di （17）
∑

k

Li，k = Li （18）

其中，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 = ( )cij，k

-θk

∑i'( )ci' j，k

-θk
、商品贸易价格 cij，k = wi

( )1 + si，k Ek( )Li，k

、部门间支出份

额 xj，k = exp ( )εj，k ( )Pj，k

1-ρ

∑k'
exp ( )εj，k' ( )Pj，k'

1-ρ 、部门价格指数 Pj，k = é
ë

ù
û∑i( )cij，k

-θk
-1/θk

。基于以上方程组，可以推出地

区价格指数 Pj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k

exp ( )εj，k

1
ρ P j，k

1/ ( )1-ρ

、地区福利水平 Uj = wj Lj + Tj + Dj

Pj

 。
（二）反事实均衡

本文假设数据中观察到的初始均衡没有税收或补贴。因此在初始均衡中，基于地区间贸易额

{ }Xij，k ，可以计算得到，地区部门支出 Xi，k =∑l
X li，k、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 = Xij，k /∑l

X lj，k、部门间支出份额

xi，k = Xi，k /∑s∈K
Xi，s、部门产值 Yi，k =∑j

X ij，k、地区产值 Yi =∑j，k
X ij，k、贸易赤字 Di =∑l，k

X il，k -∑l，k
X li，k。

参考 Dekle等（2008），使用“精确变化量算法”（Exact Hat Algebra）来计算各种反事实均衡。对于

任何在初始均衡中值为 x 而在反事实均衡中值为 x' 的内生变量，本文用 x̂ = x'/x 表示该内生变量的

变化量。本文假设贸易赤字 Dj（∑j
D j = 0）是固定的，不会随着反事实均衡变化而变化。本文感兴趣

的是在给予生产补贴（也即对于一些 i，j，k，有 si，k，Tj ≠ 0）条件下的反事实均衡，由式（19）~式（25）
给出：

ŵ i L̂ i，k

1 + si，k

Yi，k =∑
j

x̂ ij，k x̂ j，k( )ŵ jY j + T 'j + Dj

Yj + Dj

Xij，k （19）

T 'j = -∑
i，k

s j，k x̂ ji，k x̂ i，k( )ŵ iYi + T 'i + Di

Yi + Di

 Xji，k （20）
∑

k

L̂ i，kYi，k = Yi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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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j，k = ( )ĉ ij，k

-θk

∑
i'
( )ĉ i' j，k

-θk

xi' j，k

（22）

ĉ ij，k = ŵ i

( )1 + si，k L̂γk
i，k

（23）

x̂ j，k = ( )P̂ j，k

1-ρ

∑k'( )P̂ j，k'

1-ρ

xj，k'

（24）

P̂ j，k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i
( )ĉ ij，k

-θk

xij，k

-1/θk

（25）
其中，双边贸易额 Xij，k、部门产值 Yi，k、地区产值 Yi、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部门间支出份额 xi，k 均为

初始均衡值。通过式（19）~式（25）计算了这些变量的变化，地区 j的福利变化 Û j 由式（26）给出：

Û j = ŵ j w j + T 'j /Lj + Dj /Lj

P̂ j P j

P j

w j + Dj /Lj

= ŵ jY j + T 'j + Dj

P̂ j

1
Yj + Dj

（26）

其中，P̂ j = ( )∑k
P̂ 1-ρ

j，k xj，k

1/ ( )1-ρ

。

（三）一体化市场的福利收益和建设成本

本文将各个地区的福利变化量以该地区的 GDP 占比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新均衡下中国

的福利变化量，也即 ÛChina =∑j
G jÛ j，其中 Gj 为地区 j的 GDP 比重。

打破“行政区经济”，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让劳动力在区域内自由流

动。这意味着让同一区域内的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

和福利，也使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户籍具有同等的户籍价值。换言之，建设“统一大市场”需要消除户

籍价值的地区差异。但是，户籍价值背后所代表的社会福利具有“棘轮效应”：社会福利可以向上调

整，但难以向下调整。通过降低领先地区的社会福利以提高落后地区的社会福利的调整方式是不

可取的。因此，消除户籍价值的地区差异不能做“减法”，而要做“加法”：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投入

使其社会福利追上领先地区的水平。这些投入便构成了推动“行政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转变的

建设成本。建设成本的大小决定了建设的方式。

参考樊纲和胡永泰（2005），本文设定建设成本 TC =∑i
W i( )an

i - ao
i

2
，其中 W i 为地区 i 的人口

数量，ao
i 为地区 i 建设前的户籍价值，an

i 为地区 i 建设后的户籍价值。本文设定建立一体化市场所

带来的额外福利增进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各地区间共享，因此建设一体化市场

的建设成本只需消除建设前户籍价值的地区差异，也即消除建设前的差异“存量”。故对“建设方

式 A”（行政区经济—统一大市场）而言，其建设成本是使得每个地区 i 的户籍价值都追上建设前

的全国最高水平，即建设成本 TCA =∑i
W i( )ā - ao

i

2
，ā ≡ max{ }ao

i i
 为建设前全国范围内最高的户

籍价值。

为了简便，下文称“建设方式 B”中的“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的阶段为阶段Ⅰ，“经济区经

济—统一大市场”的阶段为阶段Ⅱ。本文设定在阶段Ⅰ中，其建设成本 TCI 是使得每个地区 i 的户

籍价值追上建设前所属经济区 S 内的最高水平，故 TCI =∑i
W i( )bi - ao

i

2
，bi ≡ max{ }ao

i i∈S
为地区 i 所

属经济区 S 内建设前最高的户籍价值。在阶段Ⅱ中，再进一步建设使得每个地区 i的户籍价值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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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前全国最高水平，故 TC II =∑i
W i( )ā - bi

2
。则“建设方式 B”（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

大市场）的成本 TCB = TCI + TCII =∑i
W i( )bi - ao

i

2 +∑i
W i( )ā - bi

2
。下文将对两种建设方式的福

利 Û A
China、Û B

China 及其建设成本 TCA、TCB 展开探讨。

（四）最优补贴及均衡的求解

下面以地区 i0 为例，说明其最优生产补贴 si0 ≡ { }si0，k
k
求解过程。既有文献大多基于完全理性

和信息对称且完全的经典假设①，设定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是“理性人”。在经典假设下，地区 i0 的

最优补贴 sopt
i0 = arcmax Û i0( )X，s-i0

，其中，X 为初始均衡，s-i0
为其他地区的补贴。但在现实中经典假

设通常不成立②。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有限理性”的政府会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对信息以

及环境形成认知，也即基于当下的基本情况来决策（以下简称为“基于当下”规则）（齐明山，2005；
何大安和柳现珍，2007）。另外，Ferrari 和 Ossa（2023）关于最优补贴（Optimal Subsidies）的定义为：

假设其他地区都不偏离实际补贴，使得本地区能从单边政策干预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补贴。在本

文设定中，初始均衡 X 没有税收或补贴，也即实际补贴{ }sfactual
i i

= 0。参考 Ferrari 和 Ossa（2023），地

区 i0 政府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有限理性约束按照“基于当下”规则选择最优补贴 sopt
i0 =

arcmax Û i0( )X，{ }sfactual
i i≠i0

= arcmax Û i0( )X，{ }sfactual
i = 0

i≠i0
= arcmax Û i0( )X ，即地区 i0 基于初始均衡并且

其他地区均保持不变（不使用生产补贴），选择最优生产补贴 si0 来最大化自身的福利变化量 Û i0。

si0 毫无疑问会对地区 i0 的经济情况产生影响。但 si0 对其他地区 i ≠ i0 的影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

说明。一种情况（以下简称为“全面一般均衡”假设）是认为 si0 对其他地区 i ≠ i0 有一定影响，故在求

解 si0 时，必须考虑全面的一般均衡效应，依照式（19）~式（26）来计算其他地区 i ≠ i0 的工资、价格指

数、劳动力分布的变化。另一种情况（以下简称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假设”）是认为 si0 对其他地区

i ≠ i0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故在求解 si0 时，可认为其他地区 i ≠ i0 的工资、价格指数、劳动力分布没有

变化，即 ŵ i = P̂ i = L̂ i，k = 1，∀i ≠ i0，k，并删除式（19）~式（26）。

Bartelme 等（2018）证明当只有一个地区使用生产补贴时，在小型开放经济体假设下对该地区

的福利变化及其最优补贴求得的解，能够非常好地近似于考虑全面一般均衡下求得的解，而不会有

任何显著的差异。在本文的设定下，由于初始均衡中是所有地区都未使用补贴，所以对于 si0 的求解

恰好满足只有一个地区使用生产补贴的条件。因此本文在求解 si0 时，采用小型开放经济体假设以

有效地简化计算。

而在求解所有地区（行政区/经济区）同时使用最优补贴所形成的反事实均衡时，由于不止一个

地区使用生产补贴，故求解时必须放弃小型开放经济体假设，考虑全面的一般均衡效应，也即认为

式（19）~式（26）对所有地区 i成立，i =  1， …，N + 1。
（五）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李善同等（2023）编制的内嵌中国省份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该表基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21 年发布的 2017 年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

①　经典假设要求：每个地区的“行动”（action）、其他地区对本地区的“行动”的响应（response）、所有地区的“行

动”所构成的均衡给每个地区的“支付”（payoff）是所有地区的“共同知识”。

②　附录 A5 讨论了现实中经典假设不成立的可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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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和海关总署公布的 2017 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将全球多区域投入产

出表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拆分成 31 个省（区、市）。CMRIO 表不仅包含中国各省份各部门间的投入产

出关系，还包含中国各省份各部门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CMRIO
表共包含中国 31 个省（区、市）、66 个国家和 1 个世界其他地区（Rest of the World，ROW），以及 30 个

部门（包含 12 个制造业部门），各部门名称如表 1 所示。在后续的量化分析中，为了简化计算，本文

将 66 个国家和 1 个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合并，统称世界其他地区（ROW）。本文采用张吉鹏和卢冲

（2019）估算的落户门槛指数作为户籍价值的代理指标，落户门槛指数越高，则该户籍的户籍价值越

高。各地区的 GDP 比重及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六）变量处理过程

给定原产地区 i、目的地区 j和原产部门 k、目的部门 m， CMRIO 表包含了细分的贸易数据 Xij，km。

在本文的分析中，需要提前赋值的变量为地区间贸易额{ }Xij，k 、部门支出额{ }Xj，k 、部门产值{ }Yi，k 、地

区产值{ }Yj 、贸易赤字{ }Dj 、部门内支出份额{ }xij，k 、部门间支出份额{ }xj，k 。地区间贸易额 Xij，k 可按原

产地区 i、目的地区 j和原产部门 k 加总细分的贸易数据 Xij，km 得到，也即 Xij，k =∑m
Xij，km。其余变量可

按照本节第二小节中给出的定义，进一步基于地区间贸易额{ }Xij，k 计算得到。

（七）结构参数的校准

在本文的分析中，需要校准识别的结构参数为 ρ、{ }θk 、{ }γk 。

1.部门间替代弹性 ρ

参考 Bartelme 等（2019），本文设定部门间替代弹性 ρ = 1.47。本文假定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

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与制造业内部的替代弹性相同。Bartelme 等（2019）证明，如果假设制造业部

门和非制造业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低于 1，那么这将导致补贴政策的收益更高。

2.贸易弹性 θk

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参考了 Bartelme 等（2019）的各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弹性。在本文所考察

的 12 个制造业部门内，有个别部门为几个细分制造业部门的集合。本文设定该部门的贸易弹性 θk

是其包含的主要几个细分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弹性的几何平均数。以部门 6（木工制品和家具；造纸

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其他制成品、废料和修理）为例，在 Bartelme 等（2019）中设定木制品部门与纸

制品部门的贸易弹性 θk 分别为 8.7 和 7.8，则本文设定部门 6 的贸易弹性为 8.2。对于所有非制造业

部门，参考 Bartelme 等（2019），本文设定其 θk = 6.85。
3.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附录 A6 介绍了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的识别策略，表 1 报告了所有部门的 θk 和 γk。参考

Bartelme 等（2019），本文将所有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设为 0。因此，将资源从非制

造业重新分配到 γk > 0 的制造业部门会产生福利收益。在后面的敏感性分析，本文将讨论这一设

定的合理性。

表 1 各部门的 θk及 γk

1
2
3

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及服务

煤炭采选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6.850
6.850
6.850

0
0
0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贸易弹性 θk 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14



余淼杰等：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食品和烟草

纺织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木工制品和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其他制

成品、废料和修理

石油、焦化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产品

化工产品

非金属矿产品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金属制品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

电气设备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电力、热力、燃气生产和供应

水的生产和供应

建筑

批发、零售和维修

运输、储存和邮寄

住宿和餐饮

文化、体育和娱乐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金融

房地产

研究和试验发展；综合技术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00
7.700

8.200
11.400
3.400
2.900
7.900
6.400

11.100
10.100
6.200
5.70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0.160
0.090

0.140
0.080
0.270
0.160
0.120
0.120
0.070
0.050
0.210
0.19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续）

部门编号 部门名称 贸易弹性 θk 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资料来源：参考陈韬和闫中晓（2024）以及 Bartelme 等(2019)。

四、量化分析

在本节，本文将详细评估“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

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下面依次讨论“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反

事实情形。为了剥离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而产生的福利影响，在三种情形下，本文始终设定

外国（ROW）不使用生产补贴，也即 sROW = 0。
（一）行政区经济

在“行政区经济”的情形下，中国国内划分为 31 个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省份，不含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按照上一节给出的步骤，对于每一个给定的省份 i0，本文用数值方法求解使省份 i0 代表

性家户效用变化量最大化的生产补贴 si0，得到了 31 个省份的最优补贴{ }si i=1，…，31。在保持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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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不使用生产补贴，也即 sROW = 0 的情况下，本文计算了所有 31 个省份同时实施其认为的最优

补贴 si 所形成的反事实均衡。表 2 展示了在“行政区经济”下各行政区的福利变化量。

表 2 行政区经济下各行政区福利变化 　单位：%　　

行政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福利变化

-2.429 
3.273 
0.849 
1.659 

-1.577 
-0.443 
-2.115 
-1.747 

行政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福利变化

-2.102 
2.862 
0.126 
2.693 
0.206 

-2.379 
1.916 

-1.189 

行政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福利变化

-0.201 
0.259 

-0.571 
1.922 

-3.673 
-2.940 
2.268 

-1.080 

行政区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福利变化

-1.353 
-3.521 
-1.411 
0.268 

-2.818 
-5.719 
-1.812 

以下三种效应共同决定了各省的福利变化。以某省份 i0 为例。一是规模经济效应。本省内部

不同部门之间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存在差异，省份 i0 通过给予生产补贴 si0，使得本省的劳动力资源

由外部规模经济弱的部门重新配置给外部规模经济强的部门，从而在向其他省份及外国的出口中

获得福利改善。可以预见，若是不同部门间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差异越大，则生产补贴 si0 通过

劳动力优化再配置给省份 i0 带来的福利改善效果则越强，规模经济效应也就越大；而外部规模经济

弹性{ }γk 越大，生产补贴 si0 的规模经济效应也越大。本文将分别在敏感性分析一节与稳健性分析

一节说明这一点。二是配置约束效应。省内的供需关系会对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约束从而限制规

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在贸易弹性有限且不变的情况下，省内的部门结构与需求的弹性共同决定了

省内对于扩张部门额外产出的吸收能力大小，以及弥补收缩部门减产的能力大小，从而决定了对劳

动力再配置约束的松紧。若是部门结构越合理或是需求弹性越大，则对劳动力再分配约束越松，规

模经济效应发挥作用的空间则越大，生产补贴的福利改善越明显。可以预见，部门间替代弹性 ρ 越

大，则对劳动力再配置的约束越松，配置约束效应越弱，生产补贴的福利改善越明显。本文同样将

在敏感性分析一节说明这一点。三是多边竞争效应。与省份 i0 单独使用生产补贴 si0 相比，其他省

份也同时使用生产补贴{ }si i≠i0
会造成各省份间彼此的补贴竞争，从而削弱省份 i0 向其他地区出口，

增加省份 i0 从其他地区进口。或者省份 i0 为了维持之前的贸易流，需要使用更多的生产补贴

s'i0( )> si0 ，导致省份 i0 福利受损。可以预见，同时采用生产补贴的地区越多，则多边竞争效应越强，本

地区的福利损失越大。

在“行政区经济”下，各个省份的福利变化从-5.72% 到 3.27% 不等，也即有的省份是福利改善，有

的省份是福利损失。以各省 2017年的 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中国的福利变化为 0.13%。这意

味着，虽然各个省份“各自为政”，互不协调地都采用生产补贴，但从整体上看各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

都得到了更好地发挥，因而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外，由于中国整体的福利变化为正，中央政府

可以通过在各个省份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使得所有省份都获得福利改善。

（二）经济区经济

在“经济区经济”的情形下，中国国内划分为 8 个经济区。由于 CMRIO 表包含的是 31 个省份与

世界其他地区（ROW）间的双边贸易额（以下简称为省份层面的地区间贸易额），本文首先将省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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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地区间贸易额加总为 8 个经济区与世界其他地区（ROW）间的双边贸易额（以下简称经济区层

面的地区间贸易额）。基于经济区层面的地区间贸易额，按照相同的步骤，对于每一个给定的经济

区 d0，用数值方法求解使经济区 d0 代表性家户效用变化量最大化的生产补贴 sd0，得到了 8 个经济区

的最优补贴{ }sd d=1，…，8。同样，在保持 sROW = 0 的情况下，本文计算了所有 8 个经济区同时实施其认为

的最优补贴 sd 所形成的反事实均衡。

“经济区经济”反事实均衡的经济学含义为：属于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各省份的边界划分在经济

意义上已经消解，彼此之间实现完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共同以一个经济区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劳动力在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转移，但是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区之间不可转移。

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每一个经济区都在假设其余经济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独立求解并实施

对本经济区而言最优的生产补贴。

为了比较从“行政区经济”到“经济区经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变对各经济区的福利影响，

对于每一个给定的经济区 d0，本文将经济区 d0 所包含的省份在“行政区经济”下计算得到的福利变化

量按各省份 GDP加权平均，作为经济区 d0 在“行政区经济”下的福利变化量。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各经济区在两种情形下的福利变化 单位：%　　

综合经济区

东北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大西南

大西北

GDP 加权平均

各经济区的福利变化

行政区经济

-1.207 
0.845 
1.070 

-0.476 
-0.868 
0.274 
0.199 

-1.892 
0.126 

经济区经济

0.143 
0.908 

-0.247 
0.572 
0.092 
0.395 
1.426 
0.227 
0.454 

从表 3 可以看到，除了东部沿海经济区外，相比于“行政区经济”而言，其余 7 个经济区在“经济

区经济”下都能获得明显的福利改善。以某经济区 d0 为例来说明其中的原因。在“经济区经济”下，

不仅有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一方面，经济区 d0 的部门结构比 d0 所包含的某个单独的省份的部门结

构更为丰富而合理，从而在经济区层面，配置约束效应减弱；另一方面，在经济区 d0 内部，消除了经

济区内各省份之间的补贴竞争。而且其他经济区也分别使若干省份彼此融合在一起，使得对于经

济区 d0 而言，其生产补贴 sd0 面临的竞争对手减少，多边竞争效应减弱。因此，大体上在“经济区经

济”下生产补贴会有更大的福利效应。

将各个经济区的福利变化按该经济区 2017 年的 GDP 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中国的福利变化

为 0.45%。这意味着，在“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阶段中国的福利水平能明显提高。

并且，虽然有的经济区是福利改善，有的经济区是福利损失，但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在各个经济区

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使得所有经济区都获得福利改善，并且各经济区的福利改善幅度相比于

“行政区经济”情形下更大。也即在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合下，“经济区经济”有利于解决中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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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大市场

在“统一大市场”的情形下，中国整体作为一个单位。参照前文，将省份层面的地区间贸易额加

总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ROW）间的双边贸易额（以下简称国家层面的地区间贸易额），再基于国

家层面的地区间贸易额，用数值方法求解使中国代表性家户效用变化量最大化的生产补贴 sc
①，并

在保持 sROW = 0 的情况下，求解中国使用最优补贴 sc 所形成的反事实均衡。在“统一大市场”的反事

实均衡中，就连经济区之间的边界划分也在经济意义上消解了，在全国层面实现完全的市场一体

化，劳动力可以在全国内的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通过计算得到，在“统一大市场”下中国的福利变

化为 0.525%。

在“统一大市场”下，规模经济效应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全国的部门结构又比单个经济区的部

门结构更为均衡，从而配置约束效应进一步减弱。不仅如此，“统一大市场”彻底消除了全国范围内

各区域间的多边竞争，从而不再有多边竞争效应的阻碍。因此，在“统一大市场”下规模经济效应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生产补贴的福利效应也达到最大。这凸显了在区域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必要性。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

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两个阶段中，中国的福利水平都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四）两种建设方式的比较

附表 1 展示了两种建设方式的建设成本。由附表 1 可以看到：（1）采用“行政区经济—统一大市

场”的建设方式的成本为 539；（2）采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的成

本为 451。“建设方式 B”通过分区域、分层次的渐进式建设投入，逐步地消除地区间户籍价值差异，

实现区域一体化，进而有效地降低了建设成本。两种建设方式在最终获得同样的福利增进同时，

“建设方式 B”能有效地降低建设成本，因而是可行且更优的建设方式。

五、稳健性分析

在本节，本文将探讨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转变的福利分析的稳健性。

（一）放松劳动力跨区流动假设

在前文的基准分析中，本文设定 Li 为原产地区 i 的固定的劳动力总供给，也即 Li 关于当地工资

wi 是垂直线，劳动力在地区间不可转移，但在地区内的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转移。因此，在“行政区

经济”“经济区经济”下，劳动力分别在省份间以及经济区间都是不可流动的。仅在“统一大市场

下”，劳动力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在本小节中本文将放松这一假设，即在“行政区经济”“经济

区经济”下允许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完全流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量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

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

在本小节中，基于中国国内划分为 N 个区域、每个区域划分为 K 个部门的基础上，设定在全国

层面额外还有 1 个家庭生产部门（编号为 0）。因为家庭生产部门是在全国层面的，故对中国国内的

设定修改为 i =  0，1， …，N，而不是 k =  0，1， …，K。

参考 Farrokhi和 Soderbery（2024）、Bratsberg 等（2023），本文设定劳动力供给具有 Roy-Frechet 形
式。定义家庭生产的收入为 w 0，从事家庭生产的劳动力总数为 L0，wi 为地区 i的工资水平，全国的总

劳动力为 L̄，则地区 i 的劳动力供给份额为：
Li

L̄
= ei wε

i Φ-ε，i =  0，1， …，N，其中 Φ ≡ [ ]∑i=0
31 ei wε

i   1/ε
， ei

①　在附表 A.1~A.3 中分别展示了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下求解的各地区各部门的最优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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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生的劳动力供给参数（labor supply shifter），ε 为劳动力供给弹性。故有 Li = L̄ei wε
i Φ-ε = Ai wi

ε，

其中 Ai = L̄eiΦ-ε，也即 Li 关于当地工资 wi 是向上倾斜的曲线。在这一设定下，上文基准模型中刻画

竞争性均衡的非线性方程组中的其他方程保持不变，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由∑k
Li，k = Li 修改为：

∑k
Li，k = Ai wi

ε ①。按照同样的推导，前文刻画的反事实均衡的非线性方程组中的其他方程保持不

变，式（21）由原来的∑k
L̂ i，kYi，k = Yi 修改为：

∑
k

L̂ i，kYi，k = Yi ŵ i
ε （21′）

为了校准劳动供给弹性 ε，本文参考了李雅楠（2016）的研究。李雅楠（2016）估计外来女性和

外来男性的劳动供给弹性为 0.04~0.06，因此本文设定 ε = 0.05。按照基准模型同样的步骤，我们重

新计算了劳动力流动下“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的福利效应。附表 2 展示了在劳动力流动的

“行政区经济”下各行政区的福利变化量。

在劳动力流动的“行政区经济”下，各个省份的福利变化从-5.31% 到 2.20% 不等，将各个省份的

福利变化量以该省 2017 年的 GDP 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作为中国的福利变化，得到中国的福利变

化为 0.08%。放松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约束将使得行政区间的“多边竞争效应”不仅发生在商品层面

也发生在要素层面，生产补贴除了会直接地影响本地区的贸易条件外，也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间接

地影响到本地区的相对工资水平，进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入流出。从整体上看，在劳动力流动的“行

政区经济”下依然能给中国带来福利改善，但相比于劳动力不能跨地区流动的“行政区经济”，其带

来的福利增进明显下降。

附表 3 展示了在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区经济”下各经济区的福利变化量。将各个经济区的福利

变化按该经济区 2017 年的 GDP 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作为中国的福利变化，得到中国的福利变化

为 0.33%。从整体上看，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区经济”相比于劳动力不能跨地区流动的“经济区经

济”，其带来的福利增进也有所下降。但是，即使放松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约束，在“行政区经济”向

“经济区经济”转变的阶段仍能明显提高中国的福利水平。

再结合在基准模型中得到的在“统一大市场”下中国的福利变化为 0.53%，可以看到，在放松劳

动力跨地区流动约束下，“建设方式 B”的阶段Ⅰ既可实现“统一大市场”潜在福利改善的六成

（0.26%/0.45%），阶段Ⅱ实现“统一大市场”潜在福利的四成，本文的基本结论：“‘行政区经济—经

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的两个阶段都能使中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仍然

成立。

（二）改变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与贸易弹性 θk

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与贸易弹性 θk 对于本文的量化分析是重要的结构参数。在附录 A7 中讨

论了二者对本文结论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 Bartelme 等（2019）的 γk（见附表 4）及 Ju 等

（2024）的 θk 和 γk（见附表 7）替换本文表 1 中的结构参数进行稳健性分析，并发现本文的基本结论仍

然成立。

六、敏感性分析

在本节，本文将探讨对中国的福利分析关于结构参数值的敏感性。本文关注部门间的替代弹

①　可以得到∑i=0
31 Li =∑i=1

31 Li + L0 = L̄。但是，对于家庭生产的讨论并非本文的主旨，因此在量化分析中，我们

使用松弛的不等式约束∑i=1
31 Li ≤ L̄ 代替等式约束∑i=0

31 Li = L̄ 作为全国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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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ρ以及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的不同取值对中国的福利变化的影响。

（一）“统一大市场”下不同参数取值对中国福利变化的影响

沿袭上一节中关于“统一大市场”的设定，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只改变 ρ 和 γNM 的取值，重复上节

所述的计算步骤，得到对应的中国福利变化。结果如附表 10 所示。

附表 10 的第一列报告了部门间替代弹性 ρ的 不同取值，第二列则报告了在对应 ρ 的取值下，在

“统一大市场”情形下中国的福利变化量。ρ 的变化范围的设置参考了 Bartelme 等（2019）的设置，定

在 [ 0.6，2.1 ]区间。在上一节的基准分析中，本文设定 ρ = 1.47，并得到中国的福利变化为 0.53%，由

附表 10 可以看到，随着 ρ 从 0.6 逐步增大到基准值 1.47 附近的 1.5，再增大到 2.1，补贴政策的福利增

进基本上也随之增大，中国的福利变化相应地从 0.24% 提高到 0.60%，再进一步提高到 0.84%。其

原因是更大的部门间替代弹性 ρ 会使配置约束效应减弱，导致部门间更大的劳动力优化再配置，从

而使补贴政策能带来更大的福利增进。

在上一节的基准分析中，本文设定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 0。这是基于产业

政策的传统观点，即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仅仅是制造业部门的特征。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

据说明非制造业部门不具有外部规模经济，或者制造业部门相比非制造业部门有更强的外部规模

经济。因此，探索这一设定对本文福利分析的影响是重要的。

附表 10 的第三列报告了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不同的取值，第四列则报告了

在对应 γNM 的取值下，在“统一大市场”情形下中国的福利变化量。γNM 的变化范围设为 [ 0.01，0.16 ]。
当从 0 开始提高 γNM 时，竞争性均衡中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规模越来越接近其最优

值，因此规模经济效应减弱，补贴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福利改善也随之减少，由 0.504% 逐渐下降至最

低点 0.22%。福利最低点所对应的 γNM 大约为 0.10，接近制造业各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k 的平

均值 0.13。在这种情况下，非制造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拥有相近的外部规模经济，因而通过给

予生产补贴使劳动力由非制造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所带来的福利改善将很小。此后随着 γNM

进一步增大，由 0.10 上升至 0.16，补贴政策对中国的福利效应又由 0.22% 逐渐提高至 0.23%，此时，

生产补贴又通过使劳动力由制造业部门向拥有更强外部规模经济的非制造业部门转移而给中国带

来较大的福利改善。

（二）改变 ρ或 γNM 取值对“建设方式 B”两阶段的福利影响

在前文中，本文提出了基本结论：“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的两个

阶段都能使中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在这一小节，本文将分析结构参数 ρ 或 γNM 取值的改

变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通过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只改变 ρ 或 γNM 的取值，并重复上节中的

步骤，本文重新计算了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情形下中国的福利变化。

其结果如附表 11 所示。

附表 11 的前三列报告了 ρ 取值为 1.2、1.5 和 1.8 时中国的福利变化。从横向来看，与本节第

（一）小节的结论一致，无论是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还是在“统一大市场”下，随着部门间

替代弹性 ρ 的增大，中国的福利收益都随之提高。从纵向来看，注意到在“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

经济”转变，和“经济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转变的两个阶段里，中国的福利水平都得到明显改善。

这也说明在 ρ不同的取值下，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附表 11 的后三列则报告了 γNM 取值为 0.01、0.07 和 0.13 时中国的福利变化。从横向来看，依然

与本节第（一）小节的分析一致，随着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的增大，无论是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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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经济区经济”，还是在“统一大市场”下，中国的福利水平均随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当

将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 γNM 设置为某个正值，在  “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下中

国将蒙受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在“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下，随着非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

经济弹性 γNM 的逐渐增大，并接近于制造业部门的外部规模经济弹性的平均值，补贴政策通过规模

经济效应所能带来的福利改善越来越小，区域间的多边竞争效应的负面影响遂占据上风，致使不管

是在“行政区经济”还是“经济区经济”中，中国的福利（各区域的福利变化按 GDP 加权平均）都蒙受

损失。而且福利损失会随着 γNM 的增大而增大。

而从纵向来看，虽然在  “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下中国都蒙受福利损失，但由“行政区经

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能使中国的福利损失明显减少。而由“经济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转变

则能使中国由福利损失转变为福利改善。其原因如前文所述，相比于“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

除了能继续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外，能够有效地减弱配置约束效应使规模经济效应有更大的发挥空

间，而且也有效降低了多边竞争效应，因而能降低中国的福利损失。而在“统一大市场”中，除了有

规模经济效应，和配置约束效应的进一步减弱外，由于彻底消除了多边竞争效应的阻碍，即使补贴

政策的福利改善随着 γNM 的增大而减小，也能使中国的福利从损失变为增进。这印证了全国统一大

市场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坚强支撑作用。同时，这也说明在 γNM 不同的取值下，本文的基

本结论仍然成立。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在‘建设方式 B’下‘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统

一大市场’两个阶段都能使中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关于结构参数 ρ或 γNM 的取值是稳健的。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2022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

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当前，各地区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封闭小市

场的“行政区经济”格局，叠加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实施，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路上的主要

障碍。从“行政区经济”出发是否需要中间状态过渡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直接关系着未来区域重

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本文指出以“经济区”层面上的一体化为手段为推进“行

政区经济”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转变提供了政策上的衔接点与空间上的着力点。

本文基于 Bartelme 等（2019）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多部门和开放经济下的量化结构模

型。在这一个框架下，本文考察了一种代表性的区域产业政策——基于补偿生产规模经济外部性

的区域补贴政策在“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对中国

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本文分别以各行政区、各经济区及中国整体为单位，求解其自身的最优补

贴。并分析了各行政区、各经济区及中国整体分别同时使用其最优补贴所形成的“行政区经济”“经

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三种竞争性均衡。随后分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种建设方式的福利收

益与建设成本。

研究发现：在“行政区经济”下，中国的福利变化（各行政区的福利变化的 GDP 加权平均）为

0.13%；在“经济区经济”下，中国的福利变化（各经济区的福利变化的 GDP 加权平均）为 0.45%；而在

“统一大市场”下中国的福利变化 0.53%。“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

场”两个阶段都能使中国的福利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并且在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合下，“经济区经

济”能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经济区经济”通过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及多边竞争效应，使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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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发挥空间，带来更大的福利改善。“统一大市场”则进一步缓解配置约束效应，并彻底消解了

多边竞争效应使补贴的福利效应达到最大；“行政区经济—经济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

相比于“行政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方式，在带来足够的福利增进的同时，能有效地降低建设

成本，因而是可行且更优的建设方式。

整体而言，经济区建设先行，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集中有效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培

育一个高质量的区域市场，进而推动经济区不断做大做强，扩大区域的范畴，最终打通区域间的壁

垒、连成一片，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经济区经济”建设能够承上启下地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提供政策抓手。另外，在现实中中央政府自始至终严禁地方保护主义，但地区间产业重复建设、

高度趋同，地区内市场产品同质、过度竞争和市场分割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单纯禁止并严惩地方政

府自发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推动“行政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进行体制改革

建设，提高地方经济主体的层级，改变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以“经济区经济”为依托，才能更好地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基于本文的工作，结合刘志彪和刘俊哲（2023）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在大方向上可分“融合”

“交叠”“联通”三个阶段来逐步“行政区经济”经“经济区经济”向“统一大市场”迈进。首先是“融

合”——打造高质量经济区。继续坚持各区域重大战略的积极引导，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市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此基础上，彻底打破经济

区内部各省份间的“壁垒”，全面拆除有形无形的“篱笆”“围墙”，实现要素、商品和资源在经济区内

自由而充分地流动，建设高质量的经济区。同时配以必要的转移支付，使经济区建设的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然后是“交叠”——推动经济区扩张交叠。推动经济区内部经济活动和社

会往来持续向“区外”市场辐射扩张。同时各经济区之间逐步进行多个经济区间的政策相互对接，

建立与完善跨经济区综合政策体系，推动经济区之间在各层次、各类别政策间的统一与协调。鼓励

企业跨经济区收购兼并以消解产业内无谓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最

后是“联通”——实现经济区不分畛域。通过“硬设施”的联通和“软制度”的统一，使得在上一阶段

联系不够紧密的经济区之间也能高效率高质量互联互通和高水平开放，最终将各个经济区连成一

片，实现统一大市场。

在具体政策方面，基于本文的工作，参考既有研究（吕志奎，2015；李金龙和王敏，2010；褚添有

和马寅辉，2012；王福龙，2019；Li等，2019），以“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为例，本文建议从

以下几方面推进一体化建设。在协调体制建设方面，参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验，建议建立中央统

筹、区域协同、地方落实的三级治理体系。在经济区层面设立实体化运作的协调机构。该机构应当

被赋予三项核心权力：一是统一编制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决策权。二是对跨区域重大项目的审批权。

三是协调解决地方争议的仲裁权。同时配套建立区域发展基金，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确定

出资比例，对因区域产业调整和要素流动导致的利益损失减收给予专项补偿，确保“成本共担、利益

共享”原则落到实处。

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建议设立“红黄绿”三类产业发展规划：红类产业严禁重复建设，黄类产

业限制产能扩张，绿类产业鼓励优先发展。并建立产业同构度预警系统，当区域内各地同类产业产

能利用率连续四年低于 70% 时，触发产能同构预警提醒。同时要实施重点产业链“双链长制”，由经

济区协调机构指定总链长，相关地方政府负责人担任分链长，建立产值税收按环节分成机制，促进

产业集群发展。

在政府政绩考核方面，建议考核体系减少对传统 GDP 和财政收入指标的依赖，增加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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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相关考核指标，包括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便利程度、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跨地区产业协同水平

等。通过改革激励机制，鼓励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共同致力于本经济区的福利增进。

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还需要完善其他配套保障措施。建议在经济区内实施“四个统一”工程：

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市场监管规则、统一资质认证体系、统一政务服务流程。建立职称互认机

制，实行社保关系无障碍转移接续。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设立督导组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对

设置隐性壁垒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同时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不予追责的创新试点行为，允

许在划定范围内尝试突破现有行政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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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Zone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Analysis of Quantified Optimal Subsidy Polic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Model
YU Miaojie1　YANG Boye2　XU Mingzhi2　WANG Yong2

（1.Liaoni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Summary：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a fundamental support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urrently，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pattern of self-
circulation and closed small markets， coupl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 
policies， is the main challenge 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refore， 
determining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Giv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 point of construc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large marke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approaches. One is to directly and uniformly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unified large marke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nstruc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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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other approach is to go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stat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zone” and 
build a unified large market by region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economic zone economy-unified large marke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nstruction Mode B”）.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Bartelme et al. （2019），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quantitative structural 
model in a multi-region， multi-sector， and open economy. Under this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a representative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the regional subsidy policy based on 
compensating for the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es of scale in production—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ree differen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which ar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economic zone economy，” and “unified large market.” This study takes each administrative 
region， each economic zone， and the whole of China as units to determine their respective optimal 
subsidies. The three competitive equilibria， namely，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economic zone 
economy，” and “unified large market，” formed by the simultaneous use of their optimal subsidies by each 
administrative region， each economic zone， and China as a whole were analyzed. Subsequently，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two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the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were compared .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Construction Mode B，” both the two stages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economic zone economy” and “economic zone economy-unified large marke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hina’s welfare level. Moreover，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entral transfer payments， the 

“economic zone economy”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a region. The “economic zone economy” 
alleviates the allocation constraint effect and the multilateral competition effect， providing greater room 
for the exertion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bringing about greater welfare improvements. The “unified large 
market” further alleviates the allocation constraint effect and completely eliminates the multilateral 
competition effect， maximizing the welfare effect of subsidies. Compared with the direct promotion of 

“Construction Mode A，” the “Construction Mode B” with “economic zone economy” as the transi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 while leading to sufficient welfare benefits. Therefore， it is a 
feasible and better construction mode.

In reali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trictly prohibited local protectionism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However， the phenomena of repetitiv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high homogeneity among 
regions， as well as homogeneous market products， excessive competi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within regions， still persist despite repeated prohibitions. Simply prohibiting and severely punishing the 
spontaneous a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to “unified large market.”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raise the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entities， change the 
interest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ly on “economic zone economy” to better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large market.

Keywords：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Economic Zone Economy；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ubsid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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